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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在一个二元经济框架内 ,通过一个改进的“亨利·乔治”模型 ,研究了转

轨过程中的经济发展导向政府的城市人口控制问题。证明非歧视分配政策和任由城乡人

口自由流动的政策组合并非一个有效率的户籍制度安排。不同主体之间在关于城市人口

规模的控制上存在着利益差别 ,歧视性分配政策有助于缩小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别。

实行非歧视的公共产品分配政策同时对城市人口规模按照生产效率加以控制是现有体制

下一个有效率的户籍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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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城市公共产品在目前的关于户籍制度问题的讨论中并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加以阐述。本文所称的城市公共产品在

外延上是指城市劳动力工资之外的其他补贴 ,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这些产品在传统的研究文献中往往作为城市劳

动力的隐性工资收入。但是 ,由于这些产品的供给绝大部分是由政府通过公共财政支付的 ,并且具有不可分割性和共享性的特

点。

②　出色的回顾性研究可参见万川 (1999)和王海光 (2003) 。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 ,尽管户籍政策严格限制了城市户籍人口的扩张 ,但是伴随工业化的快速推进 ,

城市实际就业和居住的人口在显著增长。户籍政策所控制的城市公共产品①分享体制和城市实有

人口之间的冲突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而日益加深。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对

该问题的热烈讨论 ,这些讨论总体上是从两个方面展开对户籍制度的探究、质疑或者辩护的 :一是

户籍制度所内含的对城市公共产品的歧视性分配政策 ;二是对人口自由迁徙权的限制 ,主要是城乡

人口自由流动问题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城市人口控制问题。尽管在价值判断层面上 ,现行的户籍制

度存在诸多的弊端因而必须尽快加以废止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但是关于户籍制度更为具体的内

在结构和演变过程 ,在实证意义上的讨论却仍然缺乏。尤其是 ,在讨论户籍制度时所不能忽略的上

述户籍制度两个最为基本层面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 ,仍然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梳理。

显然 ,割裂讨论歧视性公共产品分配制度和城市人口控制问题 ,尽管有助于在价值判断上进一

步强化户籍制度的不合理性 ,但是却无助于增加对户籍制度内部结构更为有意义的解读。因为从

户籍制度的演变来看 , ②歧视性的公共产品分配制度和城市人口控制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对立

关系。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城市公共产品非歧视分配政策与城市人口的严格控制是并存的 ,

政府一方面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但是对于进城获得工作的 (通过所谓的农业户口向非农

业户口的身份转化)的劳动力 ,则获得与原有市民同等的享受公共产品的待遇。一些研究意识到 ,

这种以分配上的非歧视但对迁徙上的严格控制为特征的户籍制度在快速推动实施工业化战略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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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① 而改革开放以来 ,尽管正式的户籍制度条文上的变化并不明显 ,但是

伴随城市企业产权改革而引发的企业用工制度变革 ,使得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变得相当普遍。而

与此对应的 ,在城市公共产品的分配上 ,却采取了较为明显的歧视政策 ,即这些进城务工的农村劳

动力 ,并没有获得像计划经济条件下那些通过招工进城的人一样 ,同等享受城市公共产品的待遇 ,

尽管他们在城市公共财政的税基创造上与原有的市民的贡献并无显著差别。这种公共产品分配上

的歧视性与城乡人口流动的相对自由性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户籍制度演变的重要特征。不过 ,

最近几年 ,随着公共产品歧视性分配政策在价值判断上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一些旨在消除公共产

品分配歧视的政策陆续出台 ,关于城市人口控制问题则又相伴而生。我们注意到在最近一轮的“十

一五”规划和城市规划修编中 ,一些城市的人口控制逐步进入公共政策决策议程。② 由此更加让人

有理由相信 ,歧视性分配政策与城市人口控制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关系。我们将借助一个新政

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试图探讨公共产品的分配政策和人口流动 (当然 ,主要是农村向城市的人口

流动)之间的逻辑关系。

二、城市人口控制 :简短的文献回顾

关于城乡人口流动和城市人口控制问题的研究 ,主要有三类代表性并遵循不同思路的文献。

第一类文献以二元经济理论为基本框架 ,通过设立农村 - 农业和城市 - 工业的两部门 ,在一般均衡

意义上来讨论劳动力要素的均衡配置。自从刘易斯等人 (Lewis ,1954 ; Ranis 和 Fei ,1961) 的开创性

研究之后 ,托达罗 ( Todaro , 1969) 对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以及钱纳里等人

( Kuznets , 1973 ; Chenery 和 Syrquin , 1975) 的实证研究 ,为农业向非农业人口转化 (工业化) 、农村向

城市人口转化 (城市化)提供了一个标准范式 ,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阶段推进以及相互匹配性。近

期的研究则从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流动意愿来解释城市化的内生机制 (Lucas ,

2004) 。国内的大量关于城市人口 (控制)问题的研究 ,大都是遵循这一框架逻辑展开的。一些比较

典型的研究如蔡　 (1998)以及李晓春和马轶群 (2004) ,就是利用二元经济理论分析城市人口控制

对劳动要素分配的扭曲和生产效率的影响。但是 ,对于二元经济模型所没有考虑的发展中国家尤

其是像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城市人口控制背后的深刻制度背景 ,已经有人提出了质疑和改进 ,如制

度扭曲 (柯荣住 ,2000)和公共决策的城市倾向 (陆铭、陈钊 ,2004) 。公共产品歧视性分配政策作为

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模式的制度背景 ,并将其内生化无疑是具有启发性的。不过 ,对于城市人口

控制与公共产品分配之间的内在关系 ,在二元经济理论框架下显然是难以进一步展开的。

第二类文献主要是城市集聚经济角度的研究。在标准的城市经济学框架下 ,城市规模报酬递

增导致的集聚经济 ( Krugman , 1991) ,会推动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规模报酬递增的原因 ,包括产业

集聚 (Henderson , 1988) 、知识溢出 (Lucas ,1988 ;Black 和 Henderson ,1999) 、城市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

(Hansen ,1990) 。报酬递增虽然对于城市集聚更为本质因素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对于理解城

市边界 ,尤其是城市人口控制问题却并不能作为令人信服的分析工具 ,因为其中一个重要隐含背景

是 ,人口的流动尽管有成本 ,但却并不受管制。或者说 ,这一研究框架并不考虑不同主体之间 (城市

和农村、工业和农业)的利益冲突 ,而是在同质化主体之间的均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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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 ,在《北京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制定过程中 ,纲要草案中涉及了北京市人口规模控制的相

关内容 ,但是 ,在该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过程中 ,却删除了这些内容。参见《京华时报》2006 年 1 月 21 日报导。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由于重工业优先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伴随城市粮食供应严重紧缺 ,迫使政府实行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制

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实行 ,拉大了工农业剪刀差 ,导致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造成城市的人口负荷量骤然增大和城市公共产

品的短缺。为此 ,政府通过户籍制度控制城市人口数量。因此 ,人们普遍认为城市户籍的控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所采取的低

成本推动工业发展战略的一种途径 (王海光 ,2003) 。



第三类文献是关于城市公共产品支出和城市人口规模的公共选择问题研究。这一类文献缘起

于 Tiebout (1956)对地方公共产品 (local public goods) 的开创性研究。Tiebout (1956) 立足于人们的移

居倾向来显示其公共产品偏好 ,认为只要有足够多的提供不同数量公共产品的社区 ,其给定的税赋

和地方公共产品 (局限于空间)的组合 ,通过人们在这些社区间的自由迁徙而显示他们的公共产品

偏好。同样地 ,Buchanan (1965)提出了俱乐部理论 ,认为当公共产品可以控制在特定群体中进行分

享 ,并且存在拥挤的情况下 ,则存在一个最佳的俱乐部规模 (即排他性的分享公共产品的群体规模)

来平衡公共产品消费分享和成本分担。Stiglitz (1977) ,Arnott 和 Stiglitz (1979) 以及 Atkinson 和 Stiglitz

(1980)结合了 Tiebout 的地方公共产品理论和 Buchanan 的最佳俱乐部理论 ,给出了一个关于存在受

空间约束的公共产品 (即 Tiebout 意义上的地方公共产品)分享的拥挤性和劳动报酬递减的情况下 ,

封闭的社区 (即消费和生产在同一个社区内)的最佳边界和社区数量问题的高度简化的分析框架。

对于社区的最佳人口边界讨论引出了所谓的“亨利·乔治定理”( Henry George Theorem) ( Stiglitz ,

1977) ,这一定理形象地告诉人们 ,在市民同质性假定下 ,当公共产品的支出等于由于人口的增加所

带来的租税时 ,达到城市最佳规模 (optimal city size) ( Hochman et al , 1995) 。对个体而言 ,其对公共

产品的支付意愿和流动倾向同样也决定了城市的人口规模 (Atkinson 和 Stiglitz , 1980 ; Epple 和

Romer , 1991) 。亨利·乔治定理以及后人研究的基本逻辑是 ,在人口充分自由流动的情况下 ,城市

人口的边际产出随人口规模的增加而减少 ,边际拥挤效应则在不断增加 ,当城市人口规模达到某一

水平时 ,两者相互抵消。此时城市人口规模的再度增加对既有的市民而言不存在任何的净福利。

基于这样的逻辑 ,Schultz et al (2001)进一步从政府选举的公共决策角度研究了关于选举型政府对城

市人口规模扩张态度和移民政策的制定。在他们的研究中 ,政府制定城市人口控制政策既受财政

约束 ,又受市民投票的约束 ,最终的人口规模控制政策边界将是保证市民多数同意前提下的财政收

入最大化。

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特征是 ,政府在制定移民政策时仅仅考虑到如何最大限度地促进市民效

用水平 (从而在选举中获得支持) 。但是忽略了 ,城市人口增加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竞争问题 ,而且也

忽略了在中国转轨过程中 ,城市人口移入存在两个独特的前提特征。一是移入的人口绝大部分来

源于农村 ,因此 ,对于流动的人口 (进入城市的人口)而言 ,具有外生的足够低的保留效用 ,而不是西

方学者所关注的城市间的流动和竞争。二是在转轨中国 ,政府面临的经济发展任务高于一切 ,如何

扩大经济产出规模在政府目标中很大程度上要远远超过对社会福利、公平等其他因素的考虑。这

与以获得市民支持为目标的选举型政府具有显著差异 ,因此目标函数不同。也与公共服务融资的

财政约束型政府具有显著差异 ,因此约束条件也不同。

蔡　 (2000)试图通过引入不同利益主体 ,来分析城乡劳动力市场割裂的二元结构成因及其演

变 ,但是没有在规范意义上给出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差异议价框架。夏纪军 (2004) 将公共收支的

框架引入我国户籍制度的讨论是一个富有启发的尝试。但是 ,其讨论的视点是集权 - 分权框架下

的区域劳动力流动水平 ,而且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劳动力的区际流动 (更确切地说是具有类似公

共产品的社区间的流动)而非城乡流动。蔡　等 (2004) 及陈钊和陆铭 (2004) 的研究则直接聚焦于

城乡收入差距和人口流动问题 ,着重从城市倾向的决策机制入手 ,对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经济发展

绩效给出了出色的梳理。然而 ,我们依然难以从中看到城市公共产品在城乡人口流动或者是城市

人口控制中所体现的作用。毕竟在私人部门不断增长的条件下 ,作为公共政策的城市人口控制 ,更

多地是通过公共产品的配置来加以实现 ,而难以通过直接的价格 (工资) 管制来实现。我们更加关

心的是 ,政府如何通过城市公共产品的分配机制来实施城市人口控制 ,或者更为直接地说 ,为什么

歧视性的城市公共产品分配政策尽管存在诸多的诟病 ,还能得以长期延续 ;这背后体现了何种公共

决策机制 ,以及这种决策机制演变的逻辑关系。我们将回到 Tiebout (1956) 的关于地方公共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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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框架 ,并结合 Buchanan (1965)关于俱乐部理论和 Stiglitz (1977) 对“亨利·乔治定理”扩展研究的

基础上 ,考虑一个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人口流动和转轨背景下的政府公共决策问题 ,即人口的流动不

再是具有不同公共产品的社区间的流动 ,而是由未提供公共产品的农村向提供公共产品的城市流

动。另外 ,国内的研究尽管强调了我国城乡人口流动不具有自由流动的特征 ,而是存在制度障碍 ,

但是 ,我们总是难以看到这些制度障碍如何在分析框架中得以形式化地体现。大多数的研究都用

一个抽象的成本函数来刻画制度障碍。值得推敲的是 ,如果考虑到公共产品分配上的歧视性问题 ,

实际上其他的制度障碍似乎显得并不十分重要了。

三、非歧视性分配政策与城市人口规模决定

假定存在一个城乡人口分割的区域经济 ,具有足够大规模的人口总量 �L ,被分割地配置于城市

与农村 ,城市人口 (市民)数量为 (1 ≤) L ≤�L 。农村具有不变报酬的生产函数w·( �L - L ) ①, w 为其

边际产出 ,也是其工资分配 ,同时是农民流向城市的保留效用。为便于表述 ,我们将所有的人口区

分为三类 ,一类是市民 ,即城市固有的人口 (或者是平等享受城市公共产品的城市人口) ;另一类是

农民 ,即农村劳动力 ;还有一类是农民工 ,即农村进城务工的人口。存在一个完全的产品市场 (外部

的或者内部的) ,其产品价格标准化为 1 ,任何主体可以通过这个市场销售和购买产品 (包括私人产

品和公共产品) 。

城市禀赋的资本存量为 K。为便于分析 ,假定所有的市民都参与了城市生产。而城市具有凸

性技术的生产函数 F (L , K) 。城市的产出满足如下分配 :

F( K ,L ) = (1 + r) K + xL + G (1)

其中 , G 是政府用于购买城市公共产品的数量 , x 是市民的平均工资水平 ,也是其私人产品消费水

平的货币度量 , r 是资本的收益率。为便于分析 ,记 y ( L ; K) = F ( K ,L ) - (1 + r) K 为城市净产出 ,

并且当 K为给定时 ,我们有时候简写为 y ( L ) 。我们假定城市的生产函数是一次齐次的 ,即 y ( L )

= f ( k) - (1 + r) k ,其中 k = KΠL , f ( k) = F ( k ,1) 。从而 (1)式可以改写为 :

x =
y (L ) - G

L
(2)

　　城市公共产品具有部分的排他性 ,并且具有显著的收入性质 ,政府可以将城市公共产品“分配”

给市民 ,每个市民获得的公共产品数量为 g = GΠL
ρ

,其中ρ∈[ 0 ,1 ]度量城市公共产品的排他性 ,ρ

= 1 意味着城市公共产品是是完全排他性消费的 ,等同于私人产品。市民的消费由私人产品消费

和公共产品消费两部分组成 ,记为 u ( x , g) 。不失合理性 ,假定市民消费函数具有如下特征 : u ( x ,)

0 = x , u (0 , g) = g 和52
u ( x , g)

5 x·5 g
≥0。并且 ,对于私人产品消费而言 ,我们假定集合{ L ∈[ 1 , �L∶( y -

G)ΠL ≥w ]}非空 ,即离开公共产品消费 ,城市在特定的人口规模阶段依然对农民具有吸引力。

政府对公共产品具有完全可控的分配政策 ,如果对于所有在城市工作的人按照相同的规则进

行公共产品的分配 ,我们称其为非歧视分配政策。对应的 ,如果政府仅将公共产品同样在城市工作

的人中的某一部分人之间进行分配 ,而其他人没有获得相应的公共产品消费 ,则称其为歧视性分配

政策。同样地 ,如果城市人口最终的消费水平 u ( x , g) > w ,则意味着存在城市人口控制 ,否则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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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经典的二元经济人口流动模型中 ,农村劳动力市场被假定为完全竞争的 ,这使得当城市工资率超过一定水平时 ,可以

雇佣任意多的劳动力。其结果与本文的线性生产函数假定是类似的。而且本文并不涉及对农村生产过程的详细讨论 ,这样的假

定似乎并不影响分析的合理性。况且 ,即使存在某种条件下农村边际生产率递减过程 ,并不影响本文的结果 ,只是增加表述的复

杂性而已。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提醒。



图 1 　

在城市人口控制 ,或者说城市人口控制政策是

宽松的。① 一个自由流动的均衡是指对于这一

城市人口规模 L
3 的边际人口而言 ,有 u ( x , g)

= w。

如果政府选择城市公共产品 G 总是使得在

给定的城市人口规模条件下的市民消费水平最

大化 ,那么根据萨缪尔森条件 ,有 ux = L
1 - ρ

ug 。

而随着城市人口 L 的增加 ,城市总产出和公共

产品的供给规模相应增加 ,但私人产品消费水

平下降。因此 ,在城市人口可变情况下的城市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可能组合轨迹是城市人口固

定情况下的包络线。考虑到式 (2)的约束条件 ,其一阶条件就意味着“亨利·乔治”定理成立 ,即 :

x = y′( L ) =
y ( L ) - G

L
(3)

　　这里 ,假定足够强的生产和消费的互补性保证了上式唯一内点解的存在(阿特金森和斯蒂格里

茨 ,1994 ,第 673 —676 页) 。对式 (3)稍做变化可得 G = y (L ) - L·y′( L ) ,对于任意给定城市人口规

模条件下 ,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总是满足这一等式 ,那么总能得到在该公共产品供给条件下私人消

费水平的最大化。进一步 ,对于市民而言 ,其目标就是实际收入 (消费)最大化 ,即 :

maxL 　u ( x , GΠL
ρ)

s . t . 　y = xL + G (4)

　　对于上述最大化问题的解 ,有 ux·
dx
dL

+ ug·
dg
dL

= 0 ,从而 L·dx
dL

+
dG
dL

= 0。而由约束条件对 L 求

导得到 : L·dx
dL

+ x +
dG
dL

= y′( L ) 。当式 (3) 成立时 ,我们便可以得到 L·dx
dL

+
dG
dL

= 0。因此 ,在城市

公共供给满足给定城市人口时的市民消费水平最大化条件下 ,市民总消费最大化的城市人口规模

便是使私人消费最大化的城市人口规模 ,我们记这一市民理想的城市人口规模为 L
C 。这便是在不

采取任何歧视性政策情况下 ,市民理想的城市人口规模。在城市人口未达到这个规模之前 ,城市人

口的增加 ,一方面带来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效应 ,即平均工资水平的下降 ,另一方面则带来税基效应 ,

即公共产品成本的分担 ,而且后者要强于前者。此时任何旨在扩张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将获得市

民的赞同。

但是 ,对于区域政府而言 ,上述条件并不必定满足区域产出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即 :

y′( L ) = w (5)

由于我们假定了集合{ L ∈[1 , �L ]∶( y - G)ΠL ≥w}非空 ,也就是说当 L = L
C 时 ,私人产品消费水平

不低于保留工资 ,因此有 y′( L
C ) ≥w。也就是说 ,市民理想到城市人口规模总是要低于区域产出最

大化的城市人口规模。记满足上述式 (5) 的城市人口规模为 L
0

,我们可以得到各不同利益主体理

想的城市人口规模关系 :

L
C ≤L

O ≤L
3 (6)

　　我们可以将上述的关系在图 1 中做一更为直观的表述。

图中 ,依据式 (3)平均工资曲线 x (L )的与边际产出 y′( L )相交时 ,在城市公共产品供给满足给

定人口条件下的市民福利最大化时 ,可知私人消费的最大亦即市民总消费水平的最大 ,即 L = L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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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不失合理性 ,我们剔除了 u ( x , g) < w 的情形。



时 , x (L )和 u ( x , g)同时达到最大。由于{L ∈[1 , �L ]∶( y - G)ΠL ≥w}非空 ,意味着边际产出 y′( L )

与w 水平线交于L
C 的右边 (L

O 处) 。而如果任由城乡人口自由流动 ,那么最终的结果将是 u ( x , g)

= w 即 L
3 处。

四、转轨与歧视性政策

(一)转轨政府 :分权与资本争夺

在无歧视的城市人口规模决定中 ,一个政府如果是完全城市倾向的 ,那么其结果是城市人口被

控制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规模之内 ,这个规模甚至低于区域有效率产出的城市人口规模。换句话说 ,

在这个受控制的城市人口规模前提下 ,仍有部分人口被限制在农村而无法获得更高的产出。对于

具有典型城市倾向决策的政府而言 (Lipton ,1977) ,实行城市人口规模的严格控制政策 ,实现既有市

民福利最大将成为必然之举。在这种情况下 ,要素 (资本和劳动)被严格地分割 ,城市资本按照一个

外生给定的盈利率积累 ,由此带来的市民理想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通过本地区农村人口的微小流

动 (“农转非”等形式)加以弥补。

我们关心的是 ,随着计划经济的瓦解 ,资本流动的放松和分权化决策体制的确立 ,地方政府将

如何调整政策 ,参与到资本的争夺中。由于在给定的城市公共产品供给规则 (由式 (3) 给出) 前提

下 , F ( K ,L ) - G - xL - (1 + r) K ≡0 ,资本收益率为一外生给定的常数。尽管 ,在自由流动的资本

市场上 ,我们可以认为资本收益率为一常数是合适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试着考虑如果政府从资

本收益最大化目标出发 ,将如何调整城市人口控制政策。由于对于给定资本存量我们有 :

maxL 　y - G - xL

s . t . 　u ( x , GΠL
ρ) ≥w (7)

x = y′( L )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 ,可以得到一阶条件为 :

y′≤w - (1 - ρ) G
L
ρ (8)

　　记 L
F 为满足上式的解。显然 , y′( L

F) = w - (1 - ρ)·g ≤w = y′( L
O ) ,故 F

F ≥L
O 。而且 ,易知 ,

当 L = L
F 时 , u ( x , g) = w ,因此 L

F
= L

3 。这里的含义很明显 ,如果将资本的所有者企业作为一个

利益群体 ,则其理想的城市人口政策是任由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在这种情况下 ,并不会造成劳动力

市场的扭曲 (蔡　 ,1998) 。①

但是 ,完全放任城乡人口自由流动显然不符合市民的利益。但是 ,市民的决策又不得不考虑到

资本自由流动的现实。不失合理性 ,对于任一给定的城市人口 L ,一个城市将无法获得高于最大化

城市净产出的资本量 (资本盈利率仍因资本的自由流动而维持在一个外生给定的常数) ,即 K
3 ( L )

= LΠ[ (1 + r) f′- 1 (1) ]。在此情形下 ,对于市民而言 ,如果实行非歧视政策 ,那么其最大化实际收入

(1 + r) [ f ( k) - k ] - GΠL + GΠL
ρ
的一阶条件就变成 :

GΠL - ρ·GΠL
ρ

= 0 (9) ②

式 (9)的一个最直观含义是在税基效应 ( GΠL ) 与拥挤效应 (ρ·GΠL
ρ) 相抵时 ,市民福利最大。进一

步 ,由于这个一阶条件同时满足 g ( G ,L ) -
G
L
的最大化。这意味着 ,在资本可流动的情况下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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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二阶条件ρ2·GΠLρ - GΠL ≤0 保证了极大值的存在。

实际上如果存在公共产品的分配 ,在城乡人口自由流动情形下 ,人口将过度地涌向了城市 ,导致城市人口的边际生长率

偏低 ,反向的扭曲仍然是存在的。



理想的城市规模边界是市民分享公共产品扣除成本分担的净值最大。令人感兴趣的是 ,这一结果

脱离了生产效率问题 ,似乎此时生产效率的高低无关紧要。但是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 ,由于

du
dL L = L

C = y′-
y
L

+
G
L

- ρ G
L
ρ = 0 ,结合式 (9)可得 y′-

y
L

= 0 ,这意味着当资本可随城市人口变化而

做出调整时 ,市民理想的城市人口规模将满足城市产出效率最大化 ,即边际产出等于平均产出。这

一结果预示着在资本自由流动而获得一个稳定收益率时 ,市民理想的城市人口规模满足城市产出

效率最大化。但是 ,这一结果并不满足资本收益率最大化的结果 ,尽管竞争性的资本流动会使得更

高的资本收益率被压低 ,然而这一压低的过程正是资本流入的过程 ,这一过程恰恰是地方政府所期

望的。

进一步 ,我们难以确切地知晓 ,式 (9)是否满足了区域产出最大化的条件。因为对于资本可流

动的情形 ,式 (3)条件满足并不意味着能保证区域产出最大化 ,道理很简单 ,当资本的流动满足 K
3

(L ) = LΠ[ (1 + r) f′- 1 (1) ]时 ,城市产出函数可写成 : F ( K ,L ) = K + cL , c 为一正的常数。因此 ,只

要 c + 1Πf′- 1 (1) ≥w ,则城市人口增加总是可以促成区域总产出的增加。由于{ L∶( y - G)ΠL ≥w}

非空 ,则存在不为 0 的 K ,L 满足 y ( L ) ≥w·L + G ≥w·L ,因此对于城市生产函数 F ( K ,L ) = K +

cL ,可得 c ≥w ,鉴于 1Πf′- 1 (1) ≥0 显然成立 ,故 c + 1Πf′- 1 (1) ≥w 必然满足。

c + 1Πf′- 1 (1) ≥w 意味着对于一个分权体制下的区域政府而言 ,通过推动人口向城市集聚来

吸引更多的资本参与城市生产从而推动区域产出规模不断扩大。但是 ,在这一过程中 ,并不意味着

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会得到市民的支持。事实上 ,若对于市民理想城市规模的一阶条件式 (9) 而

言 ,我们知道当城市人口规模小于这个规模水平时 ,增加城市人口规模将不仅增加区域总产出规

模 ,而且可以增加城市原有市民的福利。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扩张性的城市人口政策将不会受到阻

力。但是 ,如果城市人口规模已经超过满足式 (9) 条件的人口规模时 ,则城市人口的继续扩张尽管

可以促进区域生产规模的扩大 ,但是却会招致城市已有市民的反对。

(二)歧视性分配政策 :一个折中

考虑一个歧视性分配政策 ,可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上述的冲突 :市民反对城市人口规模扩

张的本质是反对实际收入水平的降低 ;企业获得资本收益并不关心公共产品的分配规则 ;农民反对

城市人口限制 ,在于可以在城市获得更高的收入 ,而非一开始就指望获得与市民同样的收入水平。

假定以给定资本存量 K条件下的市民理想城市人口规模L
C 为初始点 ,对城市已有的市民和后增

加的劳动力实行歧视性的公共产品分配政策 ,我们可以看到 :

du
dL L = L

C =
1
L

( y′-
y

L
+

G
L

- ρ G
L
ρ) = 0 (10)

　　意味着此时 y′-
y
L

+
G
L

=ρ G
L
ρ > 0。如果对其后增加的城市人口采取歧视性分配政策 ,则城市

公共产品分配将不因人口的增加而带来拥挤。此时 g ( G ,L
ρ) 为一常数 ,故此时人口增加对市民而

言 ,
dx ( L

C)
dL

=
1

L
C ( y′-

y
L

C +
G

L
C ) > 0。即城市人口的增加不会对原有市民的实际收入造成冲击。我

们可借助图 2 来论述这个问题。

图中 ,当城市人口超过 L
C 之后 ,新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将获得 x ( L ) 的收入 ,而市民的收入则是

在此基础上加成固定的公共产品分配 ,即 u ( x , g ( G ,L
C ) ) 。在此情况下 ,使市民和农民工收入水平

达到最大化的人口满足 y′=
y - G

L
,记为 L

x 。而由于 G为固定不变 ,因此 y′( L
x ) ≤y′( L

C ) 从而 L
x

≥L
C 。而对于新进入的城市就业人口而言 ,其获得的收入将是 x ( L ) = ( y - G)ΠL 。由于{ L∶( y -

G)ΠL ≥w}非空 ,意味着在没有公共产品分配的情况下 ,仍然可能存在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的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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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向。我们假定 L
T 满足 x (L

T ) = w ,意味着 L
T 是一

个歧视性分配政策条件下的自由流动均衡。

(三)反对与呼声

由于 L
x 同时满足了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工资

水平和城市已有市民 L
C 的实际工资最大化。因

而 ,当城市人口规模达到 L
x 之后 ,对于城市人口

规模扩张的反对就首先在城市已有市民和农民工

中发生 ,其反对的原因在于 ,城市人口增加带来的

边际产出水平的下降幅度超过了平均产出下降和

公共产品分担成本下降的总效应 ,从而拉低了整

个城市的平均产出 ,进而工资水平。但是 ,有至少两种可能性仍然促成城市人口规模的继续扩张 ,

一是区域生产效率的提高 ,由于{ L∶( y - G)ΠL ≥w}非空 ,所以有 y′( L
x ) =

y ( L
x ) - G
L

x ≥w = y′

( L
O ) ,意味着 L

x ≤L
O

,故在城市人口规模达到 L
x 之后 ,城市人口的边际产出仍然高于农村 ,继续增

加城市人口仍然有助于区域总产出的增加。二是农民进城的压力 ,这是显而易见的 ,农民进城的压

力直到 L
T 结束。

反对声音还来自于歧视性分配政策 ,这种反对源于所谓城乡流动的不可逆性 ,当从农村流向城

市时 ,对于这些农民工而言 ,并不会反对公共产品分配上的歧视性 ,因为这种流动本身就意味着净

的收益。但是 ,一旦进城工作并稳定地在城市消费的时候 ,分配上的差距所暴露的问题就显现出来

了 ,同等效率下的不同分配规则将导致被歧视者的反对。这种反对的声音会随着这个群体人数的

增加而扩大。于是 ,起初为了解决区域生产规模扩大和保持市民福利不受损而采取的歧视性分配

政策 ,此时政府可能更多地要面对越来越多农民工的反对了。

(四)政策的比较

上述的结果显示 ,实际上难以找到一个可以让各方利益相容的政策组合。有意义的问题来自

于各种可能的政策组合的选择。我们将在区域总福利和生产效率两个维度上综合考察各种可能政

策组合的优劣。区域总福利将建立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上 ,对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实际收入简单

加总 ,我们选取自由流动的城市人口控制政策作为参照。同样地 ,对于生产效率的比较以区域产出

最大化作为参照。我们讨论如下六种可能的户籍政策组合 :

政策Ⅰ———实施歧视性分配政策 ,同时将城市人口规模控制在 L
O

;

政策Ⅱ———实施歧视性分配政策 ,同时允许人口自由流动 ;

政策Ⅲ———实施非歧视性分配政策 ,同时允许人口自由流动 ;

政策Ⅳ———实施非歧视性分配政策 ,同时将城市人口规模控制在 L
O ;

政策Ⅴ———实施歧视性分配政策 ,同时由市民决定城市人口规模 ;

政策Ⅵ———实施非歧视性分配政策 ,同时由市民决定城市人口规模。

对六类政策的福利计算结果如下 :

政策 最终城市人口 产出效率损失ΔY 福利增加ΔW

Ⅰ L
O 0 y (L

O ) + G·[ (L
C) 1 - ρ - 1 ] - w·L

O

Ⅱ L
T [ x (LO ) - w ]·LO

G·(L
C) 1 - ρ

Ⅲ L
F [ x (L

O ) - w ]·L
O + G·(L

F) 1 - ρ 0

Ⅳ L
O 0 y (L

O ) + G·[ (L
C) 1 - ρ - 1 ] - w·L

O

Ⅴ L
C

∫L
O

L
C ( y′- w) dL G·(L

C) 1 - ρ

Ⅵ L x
∫L

O

L
x ( y′- w) dL y (L

x ) + G·[ (L
C) 1 - ρ - 1 ] - w·L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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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述六类户籍政策的计算结果来看 ,可以肯定的是 ,第三类户籍政策必定严格劣于第一类和

第四类户籍政策 ,因为前者的福利增加为零 ,而且存在正的产出效率损失。这意味着对于区域政府

而言 ,对城市人口规模既不实行控制 ,又不采取歧视性的公共产品分配政策 ,在规范意义上不存在

任何的效率。其原因很简单 ,自由的城乡人口流动要求城市实际收入等于农村劳动的边际产出。

这意味着 ,一方面 ,在城市公共产品消费不为零点情况下 ,城市劳动力边际产出要低于农村劳动力

的边际产出。由此导致生产产出损失。另一方面 ,就城市公共产品而言 ,虽然城乡人口自由流动显

示出对城市资源分配的“公平”性 ,但是 ,城市公共产品的“租金”创造会因为人口的过度涌入而耗

散 ,其耗散的公共产品“租”正是市民的福利损失。由此可见 ,对于建立在一个“规范”意义上的政府

目标而言 ,是不可能会同时采取非歧视的公共产品分配政策并对城市人口规模不施加任何的限制。

对第一类户籍政策和第二类户籍政策的比较 ,我们不难发现 (ΔW Ⅰ - ΔYⅠ) - (ΔW Ⅱ - ΔYⅡ) =

2 ( x ( L
O ) - w)·L

O ≥0 ,第一类户籍政策总体上要优于第二类户籍政策。同样的 ,第五类户籍政策

和第六类户籍政策的比较 ,我们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 ,即 (ΔW Ⅵ - ΔYⅥ) - (ΔW Ⅴ - ΔYⅤ) = ( x

( L
x ) - w)·L

x + ∫L
x

L
C ( y′- w) dL ≥0 ,意味着 ,第六类户籍政策总体上要优于第五类户籍政策。

有必要对剩余的三类户籍政策再作进一步比较。由于 :

(ΔW Ⅰ - ΔYⅠ) - (ΔW Ⅵ - ΔYⅥ) = y (L
O ) - w ·L

O - [ y ( L
x ) - w ·L

x ] +∫
L

x

L
C

( y′- w) dL = 0

　　这意味着第一类户籍政策和第六类户籍政策在总体上是等价的。也就是说 ,在规范意义上 ,在

实施歧视性公共产品分配政策的情况下 ,让市民自主决定城市人口规模和由政府按照生产效率最

大的原则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结果是等价的 ,前者获得的市民福利改进正好等价于生产效率上的

损失。

最后 ,由于 (ΔW Ⅰ - ΔY Ⅰ) - (ΔW Ⅳ - ΔYⅣ) = G·[ (L
C) 1 - ρ - (L

O ) 1 - ρ ] ,不难发现 ,第四类户籍政

策与第一类和第六类的优劣取决于函数 G·( L
1 - ρ

- 1)的性质。显然 ,除非ρ= 1 或者 L = 1 ,否则函

数 G·( L
1 - ρ

- 1)在 L 上严格递增 ,即 g ( G ,L
C ) ·L

C
- g ( G ,L

O ) ·L
O

< 0 ,意味着 ,第四类户籍政策要

优于第一类或者第六类户籍政策。也就是说 ,只要城市公共产品不是完全排他的 ,采取非歧视的公

共产品分配政策并按区域生产效率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在规范意义上要优于在歧视性公共产品分配

政策情况下的同样人口控制或者交由市民表决确定的城市人口规模。

五、结论及讨论

(1)非歧视分配政策和任由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政策组合并非一个有效率的户籍制度安排。

在本文所讨论的框架中 ,除非城乡之间有足够的资本流动性和均等化的公共产品投入 ,否则 ,城乡

人口自由流动且实施非歧视的公共产品分配政策会引起城市人口的过度集聚 ,其结果不仅是城市

劳动边际生产效率的极大降低 ,而且会完全耗散城市公共产品的“租”。

(2)不同主体之间在关于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上存在着利益差别 ,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持续扩

张 ,已在城市就业的市民将首先反对政府的城市人口扩张政策。而政府出于生产效率的考虑将人

口控制在超过市民理想的城市人口规模水平。而只要城乡差距的存在 ,农村劳动力将反对任何的

城市人口规模控制政策。总体上而言 ,歧视性的分配政策可以将这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别缩小。

(3)在一个规范意义上 ,实行非歧视的分配政策 ,同时对城市人口规模按照生产效率加以控制 ,

这样的户籍政策组合是最有效率的。当然 ,这个效率判断的前提是公共产品仅投入城市 ,且资本在

城乡间不具有流动性。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样组合的户籍制度可能和正在成为当前我国户籍制度

变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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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述结论的一个现实延伸 ,我们似乎应该进一步讨论 :户籍制度的哪些内容应该是我们所

要反对的。通过上述的分析不难知道 ,笼统地对户籍制度的废止问题加以讨论似乎没有太多意义 ,

我们可能更需要细入地剖析户籍制度的内部结构。正如本文对户籍制度在两个维度上的解构中可

以发现 ,在现有的公共产品投入体制下 ,对城市人口规模施加控制而对进城就业人员实施非歧视的

公共产品分配政策是一个有效的改革方向。当然 ,对于具有收入性质的公共产品分配原则的进一

步讨论也是十分有必要的。显然 ,遵循属地原则的公共产品分配政策将要求政府不得不采取人口

控制政策来保护公共产品的“租”,而意欲实现真正的自由迁徙 ,似乎更为重要的是将这些具有收入

性质的公共产品分配政策由属地原则改为随人原则。当然 ,这有待于下一步更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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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建设与发展中的瓶颈问题 ———卫生医疗供给无法引致有效需求。

郭艳茹和孙圣民认为 ,对于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改革而言 ,不管是宪政优先还是增长优先 ,都

必须通过改变社会权力结构来实现制度的根本变革。朱林可和王争提出了地区竞争背景下 FDI 促

进国有经济改革的两个假说 :信号发送假说和可置信承诺假说。许生考察了税制改革的动态影响。

张阳等运用一般均衡方法 ,分析了中国企业所得税的税负归宿问题。

白让让通过对中国轿车制造企业的分析研究了产品线扩展问题。李小平和卢现祥对中国制造

业的结构变动与生产率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韩洪云和赵连阁分析了中国煤矿安全是官商勾结还

是权利滥用的问题。

薄文广利用 1995 —2003 年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定量评估了外国直接投资对于中国技术创新

(用专利申请量来表征)的影响。王晓荣基于中国 1985 —2004 年的数据分析了中国核心劳工标准

水平与出口和直接投资流入的关系。

邢春冰考察了经济转型与不同所有制部门工资分布演变的关系 ,研究了不同教育水平在不同

部门的回报情况。赵丽秋和姚先国研究了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和传递路径问题。张勇等通过构建

包含继承份额的个人账户精算模型 ,研究了个人账户养老金和支付能力是否充足的判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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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riminating Allocation Policies of Public Goods and

Urban Population Controlling

Ye Jianli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CRPE , 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a dual economies analysis framework and a correctional Henry George Model ,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urban

population controlling policies which carried out by a development2oriented government. We proved that it’s an inefficient system

to adopt both indiscriminating allocation policies and free population mobility.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will have different choices

on optimal urban population , while discriminating allocation policies will reduce those gaps. The combination of indiscriminating

allocation policies with controlling urban population to maximize regional production is an efficient Hukou system under present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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